
第５２卷　第４期 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Ｖｏｌ．５２　Ｎｏ．４

　２０１６年８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Ｇｕａｎｇｘ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Ａｕｇｕｓｔ，２０１６

ｄｏｉ：１０．１６０８８／ｊ．ｉｓｓｎ．１００１－６５９７．２０１６．０４．０２３

抗美援朝与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的教育改造

靳 道 亮
（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河南 郑州４５０００１）

　　［摘　要］抗美援朝加速了知识分子教育改造进程：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使知识分子的改造由谨慎走
向急迫，由松散的政治学习转为组织化的政治教育和激烈的思想斗争；抗美援朝运动在政治、文化层面清算
了美国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１９５１年秋，抗美援朝的顺利进展及其引起的国内形势变化，既向中共提出了发
起思想改造运动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也为思想改造运动创造了条件，使知识分子的改造由政治层面转入思想
层面。从规范知识分子对美国的认识，到批判知识分子的美国观，再到清算知识分子的资产阶级观念，中共
通过抗美援朝整合知识分子思想的成功，既建立在把民族主义融入阶级范畴的“爱国必须联苏反帝”的政治
逻辑之上，也建立在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心理基础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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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与改造知识分子是中共执政后一项长期的基本政策。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的教育改造便纳
入国家建设日程。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５２年，知识分子的教育改造经历了政治学习、抗美援朝、土地改革和思想改
造运动等阶段，取得了显著成效。在这一过程中，抗美援朝与土地改革等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土地改革对
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影响已经得到学界的广泛关注，但关于抗美援朝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知识分子教育改造
的影响尚缺乏系统研究。现今学界的相关研究，多注重抗美援朝运动中中共对知识分子亲美、崇美等思想的
清理，抗美援朝对知识分子教育改造进程的具体影响、尤其是１９５１年开始的对知识分子教育改造具有决定
意义的思想改造运动与抗美援朝的关系等问题均着墨不多，尚有进一步探究的空间。①①事实上，抗美援朝
不仅加快了知识分子教育改造进程，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其他社会改造运动的重要动力。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２
年，中共为巩固新生政权发动的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等运动，都与抗美援朝紧密相关。周恩
来曾讲过，抗美援朝“对我们国家各方面改造和恢复的工作起了伟大的推动作用”，“抗美援朝运动实际上保
证并促进了我们社会改造和经济恢复的事业的早日胜利完成”。［１］鉴于此，本文拟把抗美援朝与新中国成立
初期知识分子教育改造的进程相结合，深入讨论在知识分子教育改造过程中抗美援朝运动发挥的具体作用
以及作用机制，分析抗美援朝推动国内社会改造的内在逻辑，管窥爱国主义、战争动员在国内政治整合、社会
转型中的重大作用，为深化新中国头三年历史发展进程的研究提供一得之见。

一、抗美援朝前中共对知识分子教育与改造的运思

团结、教育与改造知识分子是中共在夺取政权前后既定的政策与目标。自１９４８年上半年开始，随着中
国革命胜利的到来，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就如何对待各级各类知识分子问题发出了一系列指示，提出对解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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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６－０３－１６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抗美援朝与新中国国家政权建设研究”（１３ＣＤＪ０１３）
［作者简介］靳道亮（１９７４－），男，河南南阳人，解放军信息工程大学副教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当代中国史。

①　关于抗美援朝运动对知识分子思想影响的研究主要可见于凤政著：《改造：１９４９－１９５７年的知识分子》，河南人民出版
社２００１年版；张济顺著：《中国知识分子的美国观：１９４３－１９５３》，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崔晓麟著：《重塑与思考———１９５１
年前后高校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研究》，中共党史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杨玉圣著：《中国人的美国观———一个历史的考察》，复
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金达凯著：《中共的思想改造》，香港友联出版社１９５４年版，等等。



的知识分子，一面要使用，一面要教育和改造他们。① 这为中共执政后如何对待知识分子提供了基本指导思
想。１９４９年９月，这些政策思想写入了新中国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共同纲领》之中。《共同纲领》明确规
定，人民政府将对旧的教育制度、教育内容和教学法进行有计划有步骤的改革，同时对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
识分子开展革命的政治教育，以适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的需要。［２］１１在上述思想指导下，１２月３０日，教育
部召开了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全国工作会议，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党组书记钱俊瑞在会议上指出：“新区教
育工作的关键是争取团结和改造知识分子”，对于一般知识分子应尽量争取他们，只要他们愿意服从政府法
令，就可以让他们出来工作，然后办“各种训练班，训练技术和政治，慢慢改造他们”。他引用毛泽东的话，强
调应采取适当的方法教育旧文化工作者、旧教育工作者和旧医生，使他们获得新观点、新方法。［２］９０很明显，
中共在执政前后，已经开始把教育改造知识分子提上了国家建设日程。
虽然教育与改造知识分子已经纳入新政权施政纲领，但在朝鲜战争爆发前，鉴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经

济、政治形势，中共仍以团结知识分子反帝反封为主，不但对旧知识分子的政策和态度极为谨慎，而且对知识
分子的教育改造采取了政治学习、思想总结等温和的方式。毛泽东和中共中央１９４８年发布的有关知识分子
的指示反复强调对知识分子“必须避免采取任何最冒险政策”［５］１２６９，“必须采取慎重态度”［３］１２６９－１２７０，对仅仅是
思想上反动的学生、教员和知识分子，应通过其中的进步分子，“从思想上去说服教育改造他们”［４］２２９，对高级
知识分子，“与其采用急进而冒险的政策，不如采取稳扎稳打的政策，先维持然后慢慢改进”［４］２４０。根据上述
政策思想，自１９４９年２月开始，在京津沪宁等新解放区的高等学校，中共相继组织高校师生参加政治学习。
学习的目的是促进师生改造思想和了解马克思主义；学习的主要内容是马克思主义的劳动观点、阶级观点、
土地改革原则和社会发展规律。知识分子的思想总结也随之展开，许多教授在报刊上发表了自我检讨和自
我批评的文章。华东、华北还专门分设了革命大学，吸收一批旧知识分子进校学习；经过自我反省与思想总
结，他们在这里结业后，被安排参加革命工作。政治学习和思想总结等方式，没有压力，形式松散，没有规范，
是温和的改造手段，较好地反映了中共“稳扎稳打”和“慎重”的思想。直到朝鲜战争爆发前夕，中共对知识分
子的改造仍小心谨慎。１９５０年５月２９日，毛泽东在谈到高等教育工作时仍强调“教育要改革，要变，但是不
要急，要有步骤地变，一个时期可以少变一点”，教会学校的政治课“暂时维持原状，实际上放松一点”，“在这
方面发动攻势要谨慎，不要使自己陷于被动”。［５］１３９６月６日，毛泽东在向中共七届三中全会提交的报告《为
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再次强调，在对旧学校教育事业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改革的问题
上，既不能拖延时间不愿改革，也不要“过于性急的企图用粗暴方法进行改革”。［６］７１在毛泽东看来，“观念形
态的东西，不是用大炮打得进去的，要缓和，要用１０年到１５年的时间来做这个工作”。［７］５２正是认识到思想改
造的艰巨性，毛泽东曾特别强调，在全国２８所教会学校里，对“猴子变人”的唯物主义原理的教授，要有灵活
性，不要硬性教授。［８］２１显然，抗美援朝前，中共一直把知识分子教育改造视为一个长期渐进的艰巨过程，主
张有步骤谨慎地改造，反对急躁粗暴的方法。
然而，这种谨慎稳健的教育方式与改造政策却很快被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改变。朝鲜战争发生后，中共

便组织知识分子参与抗美援朝、土地改革等社会政治运动中，推进了知识分子教育改造进程。

二、抗美援朝运动中知识分子的政治教育与思想斗争

１９５０年６月２５日，朝鲜内战爆发。１０月１９日，为了捍卫新生政权的安全，中国人民解放军以志愿军的
名义入朝参战，抗美援朝由此开始。
为了消除朝鲜战争给中国社会带来的恐慌心理和动员国内民众支持战争，中国国内迅速开展了一场抗

美援朝社会动员运动。１０月２６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在全国进行时事宣传的指示》，要求全国人民应对
“美帝国主义”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和立场，“坚决消灭亲美的反动思想和恐美的错误心理”，“普遍养成对美帝
国主义的仇视、鄙视、蔑视的态度”。［９］１３９由此，以“三视”教育为开端，抗美援朝运动在全国迅速展开。
由于知识分子被认为是崇美、亲美和恐美的群体，加快对知识分子旧思想的改造成为紧迫需要。中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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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毛泽东：《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１９４８年１月１８日），载《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
年版，第１２６９－１２７０页；《中央批转陈克寒关于新宣传工作与争取青年知识分子致新华总社电》（１９４８年７月３日）、《中央关
于临汾地区工作方针给晋绥分局等的指示》（１９４８年７月３日）、《中央宣传部关于新收复城市大学办学方针的指示》（１９４８年

７月１３日），载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１７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２年版，第２２４－２３１、２３９－２４１页。



盟实际领导人胡愈之撰文指出，在抗美援朝运动面前，作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集团，中国民主同盟的主
要工作是对工商界和一般知识分子进行政治教育和思想斗争，并号召“为进行爱国的国际主义的思想教育而
斗争；为反对民族失败主义和恐美思想而斗争；为清算一切亲美崇美思想而斗争；为反对狭隘的民族主义思
想而斗争！”［１０］５７－５９这一号召表明，在知识分子中开展抗美援朝的主要任务，是清算美国在知识分子中的影
响，确立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等新社会价值规范。
为达到上述目的，知识分子首先被组织动员起来参加时事学习。以教育界为例，抗美援朝运动中，北京

大学教师全部参加了时事学习。［１１］３南京大学师生３　０００余人，从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１７日起开始学习时事形势；

１２月，南京大学又停课３周，开展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教育。［１２］在深入学习的基础上，知识分子也参加了街头
宣传活动。１９５０年１２月２日，南大师生１　０００余人，分为３０多个队走向街头及郊区展开抗美援朝宣传。参加
宣传的教授人数之多为解放以来历次大规模宣传运动所罕见。［１３］１９５１年４月，在《人民日报》发出“必须使每一
处每一人都受到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教育”号召之后，仅北京市就动员了３５　０００多名学校师生和１８　０００多名
积极分子深入到各工厂、市区街道和城郊农村，对２００多万民众开展了抗美援朝爱国主义宣传。［１４］３３

对知识分子而言，参加抗美援朝时事学习与宣传，是一种与前述政治学习明显不同的自我教育与改造的
方式。抗美援朝宣传教育是有计划、有系统的以“三视”美国为重点内容的政治教育，具体内容是要求做到
“三认清”与“三确立”，即认清美国民主的欺骗性和它的帝国主义本质，以确立“仇视美帝”观念；认清美国思
想文化的腐朽和生活方式的堕落，以确立“鄙视美帝”观念；认清美国的反动本质与经济军事力量不断下降的
趋势，强调原子弹并不可怕，以确立“蔑视美帝”观念。［１５］２０３同时，这种对美国认识的规范化，又融入了新政权
的价值体系与政治要求。在抗美援朝宣传教育中，反美被纳入包含国际主义的新爱国主义范畴，人民政府的
宣传部门提出“反美就是爱国，爱国必须反美”，“或者联合苏联，或者联合帝国主义，二者必居其一”，成为爱
国与卖国的界限，［１６］“赞成不赞成抗美援朝的问题也就是爱不爱祖国的问题”，［１７］６５由此，以民族主义和爱国
主义为切入点，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阶级利益、民族利益统一起来。抗美援朝中关于民族主义的含义，已经
不仅仅具体化为摆脱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和打败“美帝野心狼”，还包含了联合苏联等“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
族”向“美帝国主义”斗争的现实政治要求。这种把阶级观念、新价值体系与行为规范建立在反美政治需求基
础上的学习，由于和百年来民族独立的目标结合在一起，更可能在民族主义情绪下被知识分子所接受。
在参加时事学习和宣传的同时，知识分子也被要求参与反美宣传理论上的构建。那些有留学欧美背景

的人个别地或集体地从事有关抗美援朝书刊的编写，根据自己的经历，从各个方面批判美国。仅以１９５０年

１１月《新华日报》刊登的文章为例，就有：南京大学教授高一涵的《美帝对华侵略的剖视》（１１月１６日）、杨宪
益的《鸦片战争与美国》（１１月１６日）、韩儒林的《太平天国时代美帝给予中国人民的灾害》（１１月２０日）、史
国纲的《美帝怎样与中国人民为敌》（１１月２０日）等１０多篇文章。１９５０年至１９５３年出版的关于美国的论著
不计其数，影响较大的有：潘光旦的《人类公敌美帝国主义》（华南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２年版）、金岳霖的《从堕落
到反动的美国文化》（开明书店１９５１年版）、曹孚的《腐朽反动的美国文化》（开明书店１９５２年版）等。这些文
章和著作既对美国社会内部作了透视，又对美国罪行作了控诉，其主要目的是为揭示美国侵略的本质寻找历
史与现实的证据，为“诽议”美国侵略“正视听”，为证实美国“腐朽堕落”全盘否定美国文化。作为理论宣传和
教育活动的主体，知识分子参与美国负面形象的建构，无疑起到了现身说法作用，尤其是许多著名教授参与
其中，对大众更有说服力，而这对教授们也是一个典型的自我教育自我改造过程。知识分子通过理论的建
构，使得自己的美国观念被纳入意识形态的规范。
如果说上述活动使知识分子的改造仍处于温和的教育阶段的话，抗美援朝中收回教育主权、控诉美国文

化侵略等实际行动，则把部分知识分子的改造推向思想斗争阶段。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清算美国文化的影
响，新政权很快接办了由外国津贴的教会学校。１９５０年底，全国接受了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２０所［１８］３１，美
籍校董在学校的各种行政职务均被解除，一些美籍教师被辞退。到１９５２年，大多数外籍教师和行政管理员
已离开中国。［１９］２０对教会学校办学权的收回，从“物理上”隔断了知识分子与美国的文化联系，为清算美国文
化奠定了基础。随之，在教会学校内部，学生开展了控诉“美帝国主义”的活动，教师则重点开展了自我批判
运动。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金陵大学、岭南大学等学校的教师和学生纷纷通过展览会、讲演会、控
诉会，或公开揭露美国利用文化教育机构“侵略”中国的事实，或批判自己“亲美”“崇美”的行为与思
想。［２０］４９－５０而学生的反美控诉运动则把知识界的抗美援朝活动推向了高潮。１９５０年１１月，中共南京市委以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金陵大学两个教会学校为重点，针对美籍教授的个别言论，开展了一场全市学生反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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辱、反诽谤控诉运动。毛泽东对南京学生的反美运动经验高度重视，并要求各大城市参照、借鉴。［２１］７１８在中
共中央的推动下，运动波及全国各大中城市。据统计，全国２０个大城市的教会团体、学校、医院和留学生等

７００多个单位约２０万人，参加了此次反“美帝”文化侵略的运动。［２２］６５４

抗美援朝运动进入高潮后，知识分子也纷纷参与了全国范围内掀起的参军参干、捐献飞机大炮、签订爱
国公约等运动。以“参军参干运动”为例，从１９５０年１２月至１９５１年７月，中共中央先后三次大规模动员全
国青年报考军队院校。教师们广泛参与了青年学生参军的动员工作。如南京各大中学校的教师运用各种方
法说服学生和家长，鼓励学生去报名。许多教师还亲自动员子女参军参干，有的把两个或三个孩子一起送去
报名参军。［２３］南京大学教授方光焘不仅送儿子参军，还批评了他儿子参军只想当空军的“个人主义”思
想。［２４］苏南文教学院的刘百川带头送子参军，成为模范。［２５］知识分子对参军参干等爱国运动的参与，并不见
得对支援朝鲜战争有决定性的意义，但却是知识分子确立民族国家立场的重要实践，不仅激发了知识分子参
与国家建设的热情，更构成了对知识分子超政治超阶级态度的考验。
从组织知识分子学习时事到参加宣传活动，从开展反美控诉运动到参与参军参干、捐献、订公约等爱国

行动，知识分子的教育改造，从温和的政治教育进入到具有批判意味的思想斗争，从理论层面的学习进入到
社会实践的考验。这些运动既蕴含了用阶级观念审视美国的唯物史观，也包含了国际主义的新爱国主义等
价值规范，对许多抱有超政治超阶级态度的知识分子而言，抗美援朝运动无疑是确立自己“反美思想”的重要
实践，也是对他们能否从唯物史观和新爱国主义角度认识美国的一次考验。另外，反美的社会实践也比较适
合知识分子群体的特点，知识分子本身既是现代性的追求者，也是民族主义的追求者，他们多数并不了解共
产主义，对共产党存有疑惧，但却都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传统，都痛恨帝国主义与国民党的腐败。因此，
在战争情境下，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一方面增强了知识分子反美的民族主义道德义务感，另一方面，“爱国
必须反美”的新式爱国主义话语，也使知识分子面临强大的政治压力，抗美援朝运动由此成为新政权改造知
识分子思想的重要平台。

三、抗美援朝运动对知识分子思想的影响

作为一场反美爱国的社会动员，抗美援朝运动首先达到了在知识分子中迅速清算美国文化影响的效果，
而“这在平时恐怕要几十年才能做到”［２６］８７；同时，反美爱国的社会动员也激发了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情绪，
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营造了浓厚的政治氛围。

（一）抗美援朝运动规范了知识分子对美国的认知，使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划清了同美国的界线
抗美援朝中，有关美国的一切权威表达经过反复强化，逐渐成为知识分子站稳政治立场的标识。许多知

识分子开始放弃原来超政治超阶级的“第三者”态度，主动从民族立场出发，在理论宣传或检讨中与美国划清
界线。燕京大学校长陆志韦在燕京大学由人民政府接受前，认为燕大的主要问题，不是美国利用文化教育进
行政治与经济侵略，而只是传播美国的生活方式；甚至公开声明他轻视美帝，可不痛恨美帝，因为他从来不痛
恨任何人、任何阶级。１９５１年２月，燕京大学由人民政府接办后，陆志韦对美国的批判力度开始加大，认为
“美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中间的恶霸”，对于人民政府接办学校，“我个人的快乐是说不出来的，美帝让我把一
件长满了虱子的衣裳脱下来了，比我从日军监狱出来的那一天还觉轻松自在”。［２７］原先他认为司徒雷登并不
是跟美国国务院表里为奸的特务头子，但后来专门发表文章，揭露司徒雷登与反动势力勾结、把握校政的历
史。［２８］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院长吴贻芳曾经想走“第三条道路”，在抗美援朝运动开展时还曾抵制，但后来在强
大政治压力下也开始与美国划清界线。① 北京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在《人民日报》撰文称，美国从来就是我们
的敌人，如果现在还有人对美国存有幻想，“那除了是白痴，只好就是愚蠢；不然就是甘心为虎作伥的反动派，
或者是美帝国主义希望利用的民主个人主义者”。［２９］蔡尚思教授坦承：中美之间的战争已经发生，就是从爱
国主义的角度也应该重新认识美国，“历史事实既然告诉我们：美帝和祖国、美帝和正义都不两立，那么如真
为着正义，为着祖国，就必自恨美帝始；如不恨美帝，就是思想有问题，神经有问题”。［３０］１４当然，也有些知识分
子对“三视”美国存有质疑，但在反美爱国的政治氛围中，知识分子除了接受政治化的美国观念外，不可能再
有其他声音。１９５０年１１月１日，陆定一在南京的一次报告会上提出“美国没文化”这一观点时，引起了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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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吴贻芳在运动初期曾不愿在反对奥斯汀宣言上签名，结果被认为是“要准备另搞一套”，经孤立后迅速签了名。参见：

共青团南京市青委：《南京市学生反美爱国运动总结报告》（１９５０年），南京市档案馆藏档，档案号６００２－１－２。



知识界的强烈反响。［３１］１０７－１０８南京大学一些教师对这一提法表示质疑甚至反感。但到１９５１年４月，在听了志
愿军代表的报告后，南京大学历史系主任韩儒林说：“现在我完全了解美国侵略者是蒙人皮的野兽，确实没有
文化。陆部长报告如在今天来做，再也不会有人不满了。”［３２］１７５知识分子对“美国没文化”等有关美国的一切
权威表达的接受，显然是受了抗美援朝政治氛围的强烈影响所致。“不反美就是民族的敌人”，自然给知识界
造成强大的政治压力。在学校，甚至劝学生读书，不参加反美活动，也“将犯‘阻碍进步，破坏团结，反对参军，
援助美帝’之嫌疑”。［３３］３８显然，经过抗美援朝运动，社会上已经没有了为美国叫好甚至不反美的政治空间。
在批判超阶级超政治的形势下，不少人对任何有关美国的联系都作了检讨。南京大学一位教授曾珍藏一把美
国“荣誉科学会”赠送的“金钥匙”，一直引以为荣，反美运动开展后，却认为“十分可耻”而气愤地扔到厕所里。［３４］

（二）抗美援朝运动割断了知识分子与美国的联系，清算了部分知识分子的“亲美”“崇美”思想
对教会学校的收回过程，就是对美国文化影响的大扫荡。在接收外国津贴的高校时，教育部门提出要

“集中火力，肃清美帝文化侵略的影响”［１８］３５，“从思想上斩草除根”［３５］３－４。根据教育部门的要求，高校教师尤
其是教会大学的教师，联系实际，对照“三视”教育的权力话语，初步检讨了自己的思想。曾任金陵大学园艺
系园艺试验场主任的李家文教授，沉痛地揭露自己一直为美国人布置花园和供应所需要的蔬菜，甘心为他们
服务而不自愧，这是他受美帝文化毒害的结果，承认“我这三十多年以来所作所为，好比唱了一出丑角戏，是
一个沉痛的悲剧”。［３６］科学院的萧前椿在南京教育科学工作者举行的一次控诉会上检讨说，他在美国读书
时，曾帮助过美国的大学绘制中国矿产图，原以为纯粹用于学术研究，后来才知道是用于军事目的，因此他痛
心地说：“今天美帝侵略火焰烧到东北门口，我对人民祖国犯了罪（语至此，哽咽落泪），我愿在今后工作中赎
罪。”［３７］燕京大学社会系严景耀教授检讨了新中国成立前在上海工部局做事的历史，流着眼泪说：“我过去一
直自以为是进步的教授，最近才发觉自己多少年做了美国文化侵略的俘虏”，“我不仅自己深受美帝的毒害，
而且还把这些毒素传播给青年，这是多么沉重的罪恶”。［３８］２２６一直在教会学校上学、后又留学美国的南京大
学师范学院院长陈鹤琴，控诉了自己由美国回国在租界办学的经历，提出租界里的教育就是“奴化教育”，“帝
国主义办这种学校的目的是为洋行培养书记、打字员……总之是培养为他们服务的奴才”。［３９］部分教会学校
教师对自己思想的检讨，虽然不一定达到思想认识层面，但已经表明他们不再持超阶级超政治的态度，知识
分子原有的“美国经验”逐渐成为他们“罪感”意识的一部分，为进一步改造他们的思想奠定了基础。①

（三）抗美援朝运动使知识分子思想受到洗礼，由衷地认识到改造自己思想的必要
在抗美援朝时事学习与宣传活动中，不少知识分子承认自己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季羡林在参加抗美援

朝时事学习两周后，针对当时有人认为停课学习时事是得不偿失的说法，指出：学习时事不仅没有妨碍正常
的学习，反而学习得更多。他承认，最初大家都认为是“要替别人打通思想，把抗美援朝的意义向别人解释”，
没想到在工作中却发现自己还有许多模糊观念，因此，“在工作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帮助别人解决了一部分问
题，同时也解决了自己许多思想问题”。［１１］１７北京大学植物系的张景钺在参与抗美援朝宣传后，认识到为了向
群众宣传，首先自己要能够“衷心的、彻底的仇视、鄙视、蔑视美帝”，他认为自己在这次运动中“的确做到了这
一点”，并提出“我们知识分子，若是以前还存着若干亲美、恐美、崇美的思想，那么，通过这次运动就必须将它
彻底消除。就我个人来说，经过这次运动，我已体会到进一步的思想改造，而我相信我决不是一个孤独的例
子”。［１１］１５教授李颂琛坦率地承认，抗美援朝运动对他来说，“上的是实际行动的实习课程”，通过这次运动，他
“由个人思想改造问题，进而比较真切体会到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的意义”。［１１］２１

应该说，面对热火朝天的群众性抗美援朝运动，知识分子由衷地意识到自己思想改造的必要。抗美援朝
有效地调动了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思想情绪，广大教师对抗美援朝的热情参与是真心的，大多数知识分子不
仅在政治上倾向共产党，而且普遍认同了新政权关于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诠释。
但是，如果说知识分子由此对美国的认识在思想上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也是不现实的。他们的一系列

感想与体会，既有对祖国的真诚热爱，也有政治表态的成分。西南师范学院的吴宓承认，他在时事小组学习
会上的发言乃“循例随众，不得不言，既违良心，又不合时宜，殊自愧自恨也”［３３］２４－２５。尽管这可能是一个特
例，但从常识来说，要改变知识界在思想上对美国的看法，显然在短时期内是很难奏效的。真正让知识分子
在思想层面认同新政权的价值体系，还需要进一步清理大多数知识分子个人的思想。由于这一时期中共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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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李巧宁：《改造中的知识分子———谈知识分子的罪感认识》，载《社会科学论坛》２００３年第９期，第５９－６３页。作
者认为“罪感”是知识分子产生改造欲望的前提，是他们能在不断地被改造过程中诚心投入的心理基础。



是在反帝反封建目标下以团结教育知识分子为主，除了极个别与美国关系很深的知识分子受到思想上的批
判外，知识分子在抗美援朝、土地改革中接受教育改造，主要是自愿参加，大部分知识分子并没有感受到政治
压力。狂风暴雨式的大规模个人思想清算是通过由１９５１年开始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实现的。

四、抗美援朝与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发起与运作

思想改造运动是专门改造知识分子思想的政治运动。思想改造运动于１９５１年９月由北京大学首先开
始，逐渐波及全国。有研究者以京津高校教师改造运动为例，从时间上划分四个阶段：动员学习阶段（１９５１
年９月至１９５２年１月）；“三反”与“洗澡”运动阶段（１９５２年１月至５月）；组织清理与“忠诚老实运动”阶段
（１９５２年５月至６月）；院系调整阶段（１９５２年６月至９月）。［４０］４７这四个阶段大致体现了思想改造运动的运
作过程。思想改造运动与前述知识分子教育改造方式明显不同，采取了思想批判、群众斗争、“洗澡”“过关”、
组织清理等方式，对知识分子形成了压力很大的政治环境。张济顺提出“意识形态的权力运作”这一概念，详
细具体地分析了运动中思想改造的基本运作程序，解释了知识分子一旦进入了意识形态权力运作的网络，思
想改造是怎样达到预定的成效的。［１５］１９５－１９８正是在权力运作下，运动过后，知识分子的思想、观念乃至情感都
经历了一番洗练。也就是说，以前的教育改造，实际上并没有进入思想层面，只有经过思想改造运动，才真正
受到冲击。思想改造运动无论是其缘起、运作方式，还是改造内容，都同抗美援朝密切相关。
抗美援朝战局的稳定和国内工作重点的转移，是中共启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的重要因素。１９５１年９

月至１０月，志愿军取得了秋季防御作战的胜利，朝鲜战局稳定下来。为了进一步抗美援朝，毛泽东开始考虑将
国家财政开支的重点由国防转入经济建设。［４１］２３５经济建设需要知识分子参与，但在中共看来，知识分子需要改
造后才能使用。对此，早在１９５１年８月２２日，周恩来就在一份报告中明确指出，新中国无论是国防建设，还是
巩固政权方面，都需要人才，但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过去不是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缚，就是受着帝国
主义奴化思想的侵蚀”，因此，要让他们能够为新中国服务，“思想改造是不可避免的”。［４２］１７５然而，前述知识分子
的改造远未达到新政权的预期目标，中共非常清楚，知识分子虽然在抗美援朝运动中政治认识水平和政治觉悟
得到了提高，政治上也基本认同了新政权，但在思想深处，他们亲美、崇美的观念仍根深蒂固，仍然留恋资产阶
级的生活方式及其价值观念。１９５１年５月文艺界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就传达出中共对知识界的思想状况仍
然不满的信息。１９５２年，《人民教育》发表社论，强调高校教师中仍存在着“资产阶级的观点方法，崇拜英美的买
办思想”等，并称“这些思想在顽强地抗拒工人阶级的思想的领导”。［４３］鉴于知识分子改造目标尚未达到理想效
果，而国家建设又急需知识分子的参与，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２３日，毛泽东在政协一届三次会议开幕词中强调：“思想
改造，首先是各种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我国在各方面彻底实现民主改革和逐步实现工业化的重要条件之
一。”［６］１８４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推动下，一场大规模的思想改造运动很快展开。显然，１９５１年思想改造运动的
发起，是抗美援朝战争稳定后，中共争取知识分子参与经济建设以支援抗美援朝的紧迫需要。
抗美援朝运动的开展及其对国内社会改革的推动，为思想改造运动的发起创造了条件。１９５１年１１月，

镇压反革命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同年底，新解放区的土地改革也基本完成。三大运动的胜利使毛泽东认为对
资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思想的进攻已经到来。对此，毛泽东曾分析指出，１９５０年中共七届三中全会之所以提
出“不要四面出击”，是因为“有台湾敌人的轰炸、封锁，土改与镇反工作急待去做”，需要团结资产阶级向封建
势力进攻。但由于抗美援朝战争有大量加工订货，赚了钱的资产阶级开始“盛气凌人”，向新政权“猖狂进
攻”，“现在已到时候了，要抓住资产阶级的‘小辫子’，把它的气焰整下去”。［４４］１７３毛泽东讲的“已到时候”，就
是指三大运动的胜利。毛泽东曾经明确地指出：“三反、五反只能在去年上半年搞，因为那时我们在朝鲜战场
上打得很好，战线稳定，土改基本完成，镇反基本结束，而资产阶级的尾巴翘得很高，必须打下去，如果搞早了
反而不利。”［４５］２２３在毛泽东看来，１９５２年已“天下大定”，不再担心社会震动，向资产阶级进攻的时机已经成
熟，那种温和谨慎的政策既然不能达到自己想要的结果，集中力量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就成为可能之举。于
是，知识分子改造不再以团结教育为主，而是以改造为主，无论是“三反”“五反”，还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虽
然在人民内部进行，但在解释上则是阶级斗争的延伸。① 这种带有阶级斗争意味的改造之所以可能，显然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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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１９５２年１月５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转发北京市委关于“三反”斗争报告的批语中，要求各级党委对资产阶
级的斗争“当作一场大规模的阶级斗争看待”，参见毛泽东：《关于“三反”、“五反”》，载《毛泽东文集》第６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
年版，第１９２页。



建立在抗美援朝等运动顺利开展的基础之上。
抗美援朝“三视”教育重塑的美国观在思想改造运动中成为清算知识分子阶级观念的重要内容。经过抗

美援朝“三视”教育，美国在知识分子身上的烙印无疑成了知识分子的“政治污点”、“政治瑕疵”，这使得权力
化的美国认知成了批判知识分子个人思想的工具。思想改造运动中，有的知识分子从家庭出身与教育环境
检讨了自己“亲美”思想的阶级根源。金陵大学数学系主任叶南熏提出，他“崇拜美国”是因为他出身于小资
产阶级家庭，父亲曾留学日本，是父亲的言行“毒害”了他，“作学生的时候，所听到的，所见到的，都是美国
好”，促进了他亲美、崇美思想的形成。［４６］８１－８２胡思杜在批判他父亲胡适时提出：他父亲“甘做帝国主义工具”，
皆因为他父亲“出自没落的官僚士绅之家”，１９１０年去美国后，美国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使他父亲迅速被
征服，立场逐渐转移到资产阶级。［４７］２０５钱伟长教授在批判自己“企图把清华大学办成美国加省理工大学那样
水平的学校”的思想时，也检讨说这是他的思想“深深受了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毒害”。［４８］８３有的教授联系自
己的专业与教育思想，从政治立场上批判自己超阶级、超政治的态度。典型的例子是有过留美经历的应用物
理学家葛庭燧，他检查了自己盲目崇拜美国科学技术的思想根源在于“没有仔细分析它究竟是掌握在谁的手
里”，承认经过学习，终于认识到原子弹和雷达等科学技术“如果被掌握在反动阶级手里，那只是有害而无利
的”。［４９］２０西北大学地理系教授夏开儒大力批判了自己“技术第一”、“研究第一”的超政治、超阶级的错误思想，承
认自己“无条件的崇拜英文书，常常怀念美国的‘地形学’和‘地质学’杂志，大有‘几月不见英文杂志，如丧考妣’
之感”。［５０］２４即使已经在政治上告别了美国、靠拢了共产党的知识分子，也从阶级视域再度检查了思想深处残存
的崇美意识。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钱端升，自以为解放以来“一心一意地在跟着毛主席、共产党走”，现在才知
道自己“大大地错了”，因为自己旧的思想仍然没有清除掉。于是，他除了检讨自己“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旧思
想是怎样作祟”外，还批判了北京大学前校长蔡元培的“所谓‘思想自由’和‘学术自由’”。［５１］４８－５２

从联系家庭出身审视知识分子美国观的阶级根源，到联系超阶级观点批判知识分子看待美国的错误态
度，中共正是通过抗美援朝浓烈的反美气氛，把批判美国观作为媒介向知识界传递阶级观念。知识分子美国
观的改造过程就是在知识分子中确立阶级斗争与阶级意识的过程。在抗美援朝反美爱国的声浪下，知识分
子原有的“美国经验”已经成为他们“罪感”意识的一部分，意识形态规范化的美国观念逐渐成为改造知识分
子的“道德制高点”。即使是怀着民族主义情感回国服务的知识分子，也开始用阶级的观点重新审视自己的
民族主义究竟从属于哪一个阶级的立场。同时，基于“反美就是爱国，爱国就是反美”的逻辑，知识分子如果
仍然不能用阶级立场审视自己的美国观念，就有可能沦为美国政府在白皮书中寄予很大希望的民主个人主
义者。民族主义曾是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话语，在统一美国观时，将民族主义归属于阶级斗争范畴，实际上
就是通过利用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心理基础与情绪对知识分子进行政治整合。在通过阶级立场全面审视美
国观时，百年来民族独立的目标与现实的政治结合起来，知识分子在民族主义情绪的释放中，身上的“个人主
义与民主主义”得到全面改造，学会了用马克思主义阶级观点审视自己的行为规范，开始普遍适应新政权所
提倡的集体主义、国际主义等爱国主义新话语。
很难估量思想改造对中国知识分子真实思想的影响，然而，他们同中共站到一起，并不完全是出于政治

压力。知识分子曾经有的反美情绪、朝鲜战争的爆发等，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中国知识分子对美国的敌意。
此外，知识分子对人民政府努力重建社会的支持，也可能增强了他们对中共谴责美帝的支持。不管知识分子
是否真正对美国产生了憎恨，中国知识分子经历思想改造后，都显得更加热情地支持中共。对于这种建立在
民族主义心理基础上成功的整合，国外学者也吃惊不已。美国汉学家费正清在朝鲜战争爆发后，见到中国知
识分子似乎纷纷走向中国共产主义一边，感触颇深，他批评了那种“认为由莫斯科制造的意识形态与民族主
义的情绪是互不相容”的错误看法，他和其他美国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承认，中国知识分子这种变化“标志着某
种比简单的强迫归顺更为深刻的东西”，“它象征着共产主义在思想上的胜利”。［５２］１３３－１３４

五、结语

综上所述，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知识分子教育改造过程中，抗美援朝起到了重要的促进作用：抗美援朝
战争的爆发，使知识分子的改造由谨慎走向急迫，由松散的政治学习转为组织化的政治教育和激烈的思想斗
争；抗美援朝运动规范了知识分子对美国的认识，割断了他们与美国的文化联系，从政治和文化层面清算了
美国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营造了浓厚的政治氛围；１９５１年秋，抗美援朝的顺利进展及
其引起的国内形势变化，既向中共提出了发起思想改造运动的必要性与紧迫性，也为中共从思想层面改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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识分子提供了条件，中共最终通过思想改造运动，结合批判知识分子的美国观，使知识分子从价值取向、生活
方式等思想层面认同了自己的执政地位及其意识形态。
抗美援朝之所以能够推动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进程，是因为：一方面，战争的发生既使改造知识分子思

想成为内在的需要，又为改造知识分子提供了条件。以美国为主要对手的战争，使清算美国在知识分子中的
影响成为内在需求；战争的发生，掩盖了阶级斗争激烈的气氛，使知识分子接受阶级斗争教育成为可能；战争
的胜利，巩固了新生政权，又为进一步开展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从教育与改造内容上
讲，美国观的重塑与美国文化的全面清算，始终是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重要内容。知识分子本身就有反美的
民族主义情绪与经历，这使得知识分子很容易在政治上认同新政权关于认知美国的权威要求，确立反美的政
治立场。从规范知识分子对美国的认识，到批判知识分子错误的美国观，再到通过批判错误的美国观清算知
识分子的资产阶级观念，中共对知识分子思想整合的成功，既建立在把民族主义融入阶级范畴的“反美就是
爱国、爱国必须反美”的政治逻辑上，也建立在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心理基础上。
抗美援朝加快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进程的事实与内在逻辑表明，朝鲜战争对中国社会发展的进程影响深

远。抗美援朝战争的爆发加快了国内民主革命和社会改造进程，而新政权的巩固与国民经济的迅速恢复，也
加快了新民主主义纲领的提早结束。从某种意义上讲，抗美援朝是新中国历史发展进程后来不断出现“快”
的第一推动力。深化对新中国发展历史进程的研究，不能不注意抗美援朝在加速社会改造进程上的作用。
这个研究也表明，近代以来社会动员决定社会发展的趋势与方向，而以爱国主义为内容的战争动员更是推进
社会政治转型的重要力量。国际关系的紧张往往会引起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如何正确引导民族主义情绪
为爱国主义，从而达到社会动员的效果，抗美援朝时期的社会动员经验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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